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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吗？
———基于 ＣＦＰＳ 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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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ＣＦＰＳ） ，实证分析了农户社会资本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

响。 研究表明：（１）与期望不一致，社会资本没有有效促进农户的土地转出或转入，也不影响农户的

参与程度。 （２）中介效应分析发现，社会资本会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来正向影响土地转出，但非农就业

并不是土地转入的中介变量。 （３）显著影响农户转出土地的因素还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农业

机械价值和村庄交通情况，而显著影响农户转入土地的因素则包括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家庭女性比例、家庭农业机械价值和村庄雇工工资水平。 基于上述结论得到以下启示：（ １）在农地流

转过程中，无需过分强调社会资本的作用。 （２）与土地资源配置不同，社会资本对劳动力资源的再配

置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农户非农就业。 （ ３）要充分重视劳动力禀赋和农业机械在土

地流转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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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是典型的人情社会，或者说是关系社会 ［１］ ，对中国农村地区而言，这一特征更为明显。
在“差序格局”理论中，费孝通先生 ［２］ 将传统中国农村描述为“乡土中国” ，指出农村居民以血缘

和地缘关系为媒介，以“己身”为中心，如同波纹一般层层推进和发散，从而构建起个体和家庭

的关系网络。 可以说，传统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一个人都构成了熟人圈的一个节点，相互之

间盘根错节。 不得不承认社会关系在中国十分重要，这不仅是社会交往的需要，也绝非儒家人

伦模式使然，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在资源获取、配置和交易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３］ 。
在西方学界，通常又将“关系”称为 “社会资本” 。 何谓社会资本？ Ｃｏｌｅｍａｎ［４］ 将其界定为

“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 ，行动者能够因此而获得行动便利。 Ｐｏｒｔｅｓ［５］ 认为社会资本是“个

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身份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 Ｌｉｎ［６］ 对

社会资本的界定广为人知，他认为社会资本可被定义为“嵌入于一种社会结构中的，可以在有目

的的行动中摄取或动员的资源” 。 从这些定义中不难发现，西方学界高度认可社会资本在个体

资源获取中的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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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中国情景的诸多研究也证实，社会资本确实会对个体资源获取或资源配置产生显著影

响。 如 Ｚｈａｎｇ 和 Ｌｉ［７］ 的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个体就业岗位获取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童馨乐

等 ［８］ 研究了社会网络对个体借贷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社会资本的多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个

体借贷能力强弱，拥有良好社会资本的个体更可能获得借贷机会，相应的借贷额也会更高。 那

么，在土地资源领域，社会资本能够发挥作用吗？ 或者说社会资本是否影响农户的土地资源配

置行为？
受限于农村土地产权结构，我国的农地并不能直接买卖，只能进行承包权或经营权的流转

来重新配置土地资源。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来看，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来研究农地资源配置

的研究并不多见，只有少数几篇文献从定性视角进行了初步探讨。 如宋伟、任大廷 ［９］ 基于结构

洞理论，认为社会资本有助于农户进行土地流转。 杜威漩 ［１０］ 从非正式制度嵌入的视角，得出社

会网络不利于农地流转的结论。 而牛喜霞 ［１１］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判断社会资本对土地流转既

存在促进作用，也有负面影响。 但社会资本能否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何种作用，不能仅仅停留在

定性的探讨上，还需要做进一步的实证检验。 陈浩、王佳 ［１２］ 首次对社会资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

分析，然而该文仍然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其对社会资本的作用机理阐述过于简略，且只涉及社

会资本的直接影响机制；其次，该文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时仅仅涉及农户是否转出或转入，却
忽视了能更为精确反映农户参与程度的土地流转率；第三，该文构建的实证模型对村庄特征关

注不足，也没有控制区域层面的特征，因而拟合结果可靠性有待商榷。 为此，本文试图以 ＣＦ⁃
ＰＳ２０１２ 全国大样本调查数据为研究样本，来分析社会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阐述社

会资本的直接作用机理和间接影响路径，较为全面地分析社会资本如何影响农户土地转出与转

入行为，以及土地流转参与程度。 在模型构建方面，本文同时考虑了家庭层面、村庄层面和区域

层面的特征，从而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可靠。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二部分进行理论与机理分析，并提出研究假说；第三部分为数据介绍

和变量说明；第四部分为计量结果与分析；第五部分为间接作用机理的验证；第六部分进行总

结，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机理分析与研究假说

通过对社会资本理论和相关文献的梳理，本文认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社会资本至少可以

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来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首先，社会资本通过显著降低搜寻费用、信息费用和扩大市场范围来提升土地流转成功率。

于个体而言，社会资本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与媒介。 社会资本越丰富，信息传递和信息扩散越迅

速有效。［１２］ 传统的土地流转市场由于搜寻成本过高，需求方和供给方常常没有办法有效匹配，
很多潜在的流转交易无法达成 ［９］ 。 诸多研究表明，就目前而言，农户往往依赖其亲朋好友及熟

人提供的流转信息 ［１３］ ，流转交易的达成离不开农户社会资本的有效促进 ［１２］ 。 相对社会资本匮

乏的个体，拥有丰富社会网络的农户能够借助其丰富的社会网络，以较低的信息费用来发出流

转信号或获取有效信息，达到扩大市场范围的效果 ［１４］ ，从而更有助于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
其次，社会资本能够增加双方信任，有利于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 社会资本的另一重要功

能是降低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有效缓解道德风险问题，从而达到增加双方互信的作用 ［６］ 。 现代

社会是信任社会，也是风险社会，任何交易的达成都离不开双方的信任。 正如 Ｃｏｌｅｍａｎ［４］ 所言，
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表现为一方自愿甘冒风险转出资源或权利的控制权，相信对方不会利用

自己的弱点而侵害自己，并预期对方采取有益的行为。 如同交易中的润滑剂，信任水平越高，交
易成本越低。［１５］ 因而，如何提升双方的信任就变得至关重要。 当一方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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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方会更加信任对方，交易费用也更低，这有助于转出方和转入方达成交易 ［１６］ 。 在信贷领

域，已有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具有类似抵押品的功能。 社会资本越丰富，农户越可能获得正规信

贷或非正规信贷。［８］ 有理由相信，在土地流转领域，社会资本的作用也类似。 鉴于土地资源对双

方都十分宝贵，流转双方均会在流转交易前评估对方的可信度和交易的风险性，谨慎地作出是

否流转的决策。 个体社会资本越丰富，越会增加合作方的交易意愿，从而有助于流转交易的

达成。
第三，社会资本能够提升土地流转契约自我履约率，从而促进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 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社会资本本身就是一种隐性的契约执行机制或者保障机制。［１７］ 拥有丰富社会网

络的个体会基于保持声誉的考虑，有内在激励去履行合同约定。［１８］ 相对强制执行的合同，这种

自我履约的合同交易费用更低 ［３］ ，留给双方的合作剩余也更多。 通常而言，当某一类要素市场

的交易费用更低和履约效率更高时，市场也会相对活跃。 在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农户的社会资

本越丰富，社会网络越广泛，那么一旦农户不履约，其在村庄内部因声誉受损而遭受的潜在损失

越大 ［１１］ 。 在这一软约束的影响下，合作方的交易意愿会提升。 因而，预期社会资本带来的较高

自我履约率会促进土地流转交易的达成合作。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说 １：
社会资本越丰富，越有助于农户转入或转出土地。
社会资本不仅会直接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还可能通过非农就业来间接影响土地流转。 一个

广泛的共识是，社会资本在农户外出非农就业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９］ 。 社会资本有

利于农村劳动力获得就业信息，帮助农村劳动力节省非农工作的搜寻成本，从而促进了农村劳

动力的外出就业 ［２０］ 。 与此同时，非农就业带来的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通常也会带来土地

资源的再配置。 由于自家耕种能力的下降，为了防止土地抛荒，获得租金收入，当家庭成员非农

就业日益增多时，农户多会转出土地，而不太可能转入土地，已有的文献也证实这一判断 ［２１］ 。
因而，猜测非农就业是社会资本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一个中介变量，社会资本可能会通过

改变家庭劳动力在非农产业和农业生产中的配置来间接影响土地流转。 基于此，提出假说 ２：
社会资本会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来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同时负向影响农户转入土地。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设定

（一）数据来源与识别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Ｃｈｉｎａ Ｆａｍｉｌｙ Ｐａｎｅ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ＣＦＰＳ）
数据库，该调查旨在通过追踪调查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和人口

等方面的变迁。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覆盖 ２５ 个省（市、自治区） ，采用三阶段不等概

率的整群抽样设计。 这 ２５ 个省（市、自治区）的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 ９５％，因此，ＣＦＰＳ 的样

本可以视为一个全国性样本，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为了刻画新时期农户社会资本对土地流转的影响，本文主要使用较新的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数据。

但由于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中缺乏村庄层面的信息，因此首先将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 和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进行合并匹配，
且只保留同时参加过两次问卷调查的农村家庭信息，从而获得农户家庭所对应的村庄层面特

征。 经过处理，本文最终获得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中 ６７８５ 户农村家庭的有效信息。 这些样本分布在 ２４
个省 １３４ 个区县 ４２０ 个村庄，相对以往的研究，本文数据具有覆盖范围广、样本量大和更具代表

性的优点。
（二）变量设置与说明

１．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对于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学界有着一个较为清晰的界定。 目前，学
界多使用农户家庭是否参与土地转出或土地转入，来表示农户是否参与土地流转的行为 ［１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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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学者认为，相对而言，土地流转参与率能更精确地显示出农户的参与程度 ［２２］ 。 因而，
为了更好地分析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本文同时引入这两种测度方式。

２．社会资本。 如何去测度社会资本，是一个十分有争议性的话题。 不同学科的不同学者、
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主题采取的测度方式都会不同。 但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农户家庭所处的

位置，决定了其社会资本结构和维度。 对农户而言，最重要的一类即为亲缘社会资本 ［２３］ 。 尤其

是目前，土地流转仍然以村庄内部市场为主，大量的土地流转发生在亲戚之间 ［２４］ ，有必要分析

农户所拥有的亲缘社会资本对其土地流转行为有何影响。 农户所依赖的另一种重要的社会资

本为友缘社会资本，与亲缘关系不同，友缘关系不是强社会资本，而是一种弱社会资本。 这种社

会资本是建构性的，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和功利性 ［２５］ 。 相对于原生性的亲缘社会资本，友缘社会

资本这种“弱关系”在传播信息方面更具有优势 ［１３］ ，有助于市场范围扩大，也有助于传统市场向

现代市场转变。 随着农村社会逐渐从熟人社会向半熟人社会转变，原有的亲缘关系也变得日渐

疏远，构建性的友缘社会资本重要性逐渐增强，这可能对个体土地资源的获取有显著影响。 整

体而言，亲缘社会资本属于强关系，友缘社会资本则属于弱关系，这两种社会资本可以较为全面

地反映出农户家庭的社会交往结构 ［１９］ 。
当然，农户的社会资本并不局限于亲缘社会资本和友缘社会资本。 之所以重点分析这两类

社会资本，也与当期土地流转的结构性特征密切相关。 多项研究表明，当期农地流转市场主要

是一个村庄内部流转市场，土地在亲友之间流转十分普遍，流转呈现明显的差序化格局 ［３］ 。 因

而，本文主要分析亲缘社会资本和友缘社会资本对其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已有的研究表

明 ［２６］ ，“拜年网”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测度方法。 因而，本文通过“春节时期来家里拜访的亲戚

数”来测度其亲缘社会资本，通过“春节时期家里来拜访的朋友数”来测度其友缘社会资本。
３．非农就业。 非农就业是一个待验证的中介变量，本文所指的非农就业是家庭层面的，对

如何测度农户家庭的非农就业， 部分成果使用 “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来度量 ［２７］ 。 但考

虑到非农就业的本质是家庭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因而，借鉴 Ｋｕｎｇ［２８］ 的研究，使用家庭成员的

非农就业率，即“非农劳动力人数占家庭劳动力总人数之比”来表示。
４．控制变量。 为保障拟合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还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 除引入家庭人口特

征和家庭资产特征外，村庄层面特征和省际区域特征也被引入。 具体而言：
家庭人口特征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家庭成员女性比例、家庭成员平均

受教育年限四个变量。 （１）家庭劳动力数量。 使用这一变量来测度农户家庭劳动力禀赋对土

地流转的影响。 当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时，农户越有能力扩大经营规模，农户越可能转入土地。
而家庭劳动力越少时，农户通常无法维持原有种植规模，转出土地的意愿更强。 因而，预期这一

变量对土地转出的影响为正，对土地转入的影响为负。 （２）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使用这一变量

来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 ［２９］ 。 当家庭成员平均年龄越大，即家庭生命

周期进入老年化阶段时，农户种植能力越弱，农户越可能转出土地，而不可能转入土地。 因而预

期，这一变量对土地转出的影响为正，对土地转入的影响为负。 （ ３）家庭成员女性比例。 引入

这一变量来分析家庭层面人口结构女性化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 相对于男性，女性的农

业生产能力相对较弱，因而预期随着农户家庭成员中女性比例越高，农户越可能转出土地，而不

可能转入土地。 （４）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教育对农户转入和转出土地的影响较为复杂，
当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高，家庭成员很可能更多地从事非农产业，农户反而可能会转出土

地。 相反地，家庭成员受教育年限越高，农户也更有能力转入土地来进行规模经营。 因而，尚不

能断定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对转出或转入土地的实际影响。
家庭资产维度包括家庭金融资产价值、农业机械价值和家庭承包地面积三个变量。 （ １）家

庭金融资产价值。 引入该变量是为了控制家庭财富水平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 参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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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流转，尤其是转入土地需要支付地租，当家庭金融资产价值越高，表示农户家庭越富有，那么

农户越有能力转入土地 ［３０］ 。 但另一方面，家庭越富有，农户越可能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转出土

地的可能性增大。 因而，也不能断定家庭金融资产价值会如何影响农户转出或转入土地。 （ ２）
农业机械价值。 当家庭拥有的农业机械价值越高，表示农户家庭农业生产中农机化程度越高，
那么农户就越能够突破劳动力约束来扩大经营规模，农业生产效率也会得到大幅提升 ［３１］ 。 预

期农业机械总价值会正向促进农户转入土地，而负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 （ ３）家庭承包地面

积。 使用该变量来测度农地禀赋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 当农户家庭拥有的承包地面积

越大，标志着农地禀赋越充裕，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前提下，农户转出一部分土地的弹性越大，进
一步转入土地的可能性降低。 预期这一因素会正向促进农户转出土地，负向影响转入土地。

村庄层面引入村庄雇工工资水平、村庄交通情况、村庄地形地貌三个变量。 （１）村庄雇工工

资水平。 随着家庭劳动力日渐转移至非农产业，除了使用更多的农业机械来替代劳动力，雇工

也是一个替代性选择。 当村庄雇工工资水平越高时，农业生产人工成本越高，农户越不太可能

转入土地，转出土地的可能性增加。 因而预期这一变量会正向促进土地转出并且负向影响土地

转入。 （２）村庄交通情况。 使用这一变量来控制村庄交通情况对农户参与土地流转的影响。
当村庄交通越便利时，农户更可能进入城市，因而预期这一变量会正向促进农户转出土地，同时

不利于农户转入土地。 （３）村庄地形地貌。 村庄地形地貌能够显著影响到土地规模经营实现

程度和耕作的难易，引入地形地貌虚拟变量来控制这一因素的影响。
省际区域特征：不同省份的土地流转可能存在差异，为了控制区域层面因素可能的影响，引

入省份虚拟变量对这一因素进行控制。
上述变量的定义、设置及相应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设置与描述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平均值 标准差

是否转入土地 １ ＝是；０ ＝否 ０．１５ ０．３６

是否转出土地 １ ＝是；０ ＝否 ０．１２ ０．３２

土地转出率 土地转出面积 ／ 家庭承包地面积 ０．０９ ０．２３

土地转入率 土地转入面积 ／ 家庭总耕种面积 ０．０７ ０．２４

亲缘社会资本 春节时期，来家里拜访的亲戚数（人） ６．３９ ７．１９

友缘社会资本 春节时期，来家里拜访的朋友数（人） ３．３７ ６．６９

家庭非农就业率 非农劳动力人数∗１００ ／ 家庭劳动力总人数 ６１．７４ ２７．８２

家庭劳动力数量 家庭中 １６ ～ ６０ 岁之间劳动力人数（人） １．６５ ０．９３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家庭成员总岁数 ／ 家庭总人口数（岁） ２５．２８ ８．３５

家庭成员女性比例 女性人数 ／ 家庭总人口数 ０．５４ ０．１８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家庭成员总受教育年限 ／ 家庭总人口数（年） ８．３５ ３．４０

家庭金融性财产价值 家庭所用金融性资产的总价值（元，取对数） ７．８１ ２．７８

家庭农业机械价值 家庭拥有的农业机械总价值（元，取对数） ２．８２ ３．６０

家庭承包地面积 农户家庭从村庄获得的承包地面积（亩） ５．６８ ７．０７

村庄雇工工资水平 村庄农业雇工每天的工资水平（元 ／ 天） ７．８５ ０．８９

村庄交通环境 村委会到县城所花时间（小时） １．１２ １．７１

村庄地形地貌 １ ＝丘陵；２ ＝高山；３ ＝平原；４ ＝其他（对照组） ２．１９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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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量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

当选择“农户家庭是否进行土地转出”或“农户家庭是否进行土地转入”时，由于被解释变

量是二元变量，因而选择二元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 当选择土地流转参与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时，由于土

地流转参与率在 ０ ～ １ 之间，更适合选择 Ｔｏｂｉｔ 模型。 将基准模型设定如下：
Ｌｚ ｉ ＝ Ｃ０＋ａ×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ｂ ｉＸ ｉ＋ｄ ｉＺ ｉ＋βＶ ｉ＋δＰ＋ε ｉ （１）

其中，Ｌｚ ｉ为农户家庭 ｉ 的土地流转行为，包括是否转入或转出土地、土地转入率和土地转出

率。 变量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为农户的社会资本，Ｘ ｉ和 Ｚ ｉ分别表示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和资产特征，Ｖ ｉ

表示村庄层面特征。 Ｐ 为区域特征虚拟变量，ε ｉ为随机扰动项。 社会资本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

影响的拟合结果如表 ２ 所示，社会资本与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拟合回归见表 ３①。
表 ２　 社会资本与农户土地转出行为

变量
是否转出 土地转出率

亲缘社会资本 友缘社会资本 亲缘社会资本 友缘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 ０．００６（－０．７４） ０．００４（－０．５２） ０．００２（－０．３６） ０．００５（－０．７９）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０．７４８∗∗∗（－１２．３０） －０．７４０∗∗∗（－１２．１６） －０．５０７∗∗∗（－１０．７７） －０．５００∗∗∗（－１０．５８）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０．００１（－０．０９） ０．００１（－０．１０） ０．００５（－１．１４） ０．００５（－１．１７）

家庭女性比例 ０．２５１（－０．８０） ０．１７９（－０．５７） ０．１０６（－０．４８） ０．０４０（－０．１８）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３（－１．５０） ０．０２３（－１．４７） ０．０２５∗∗（－２．２９） ０．０２４∗∗（－２．２３）

家庭金融性资产价值 ０．０３０（－１．４８） ０．０３３（－１．６３） ０．０１２（－０．８５） ０．０１２（－０．９１）

家庭农业机械价值 －０．０８７∗∗∗（－５．０８） －０．０８８∗∗∗（－５．１０） －０．０５８∗∗∗（－４．９１） －０．０５９∗∗∗（－４．９６）

家庭承包地面积 －０．００３（－０．３４） －０．００３（－０．２８） ０．００７（－１．３６） ０．００７（－１．４９）

村庄雇工工资水平 ０．０９３（－１．４６） ０．０９４（－１．４９） ０．０３２（－０．７７） ０．０３０（－０．７１）

村庄交通情况 －０．３４２∗∗∗（－４．０５） －０．３４０∗∗∗（－４．０２） －０．２３２∗∗∗（－３．９２） －０．２３３∗∗∗（－３．９１）

村庄地形地貌 －０．０３１（－０．６０） －０．０２７（－０．５２） ０．０１７（－０．４７） ０．０２２（－０．６２）

省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１．７６７∗∗（－２．７９） －１．７７８∗∗（－２．８０） －１．３１９∗∗（－３．０５） －１．３０５∗∗∗（－３．００）

ｓｉｇｍａ — — １．２４９∗∗∗（－２０．２３） １．２５２∗∗∗（－２０．０７）

样本量 ４３８１ ４３６７ ３９７６ ３９６３

　 　 注：∗∗∗、∗∗、∗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ｚ 值。

从表 ２ 和表 ３ 的结果看出，亲缘社会资本和友缘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转出农地和土地转出

率的影响系数为正，亲缘社会资本和友缘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土地转入率的影响系

数也为正。 这与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土地流转的理论预期相符，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
与陈浩、王佳 ［１２］ 的研究结论不同。 因而，假说 １ 并没有得到证实。 即社会资本没有像预期中那

样显著地促进农户转入或转出土地。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可能是随着农地流转规模的扩大和

市场发育的日益成熟，土地流转信息流传递日渐通畅，可选择的交易对象范围也日益扩大，习俗

交换型的土地流转市场越来越趋于陌生型的交易市场 ［２７］ 。 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流转合同日益正

规化，这保障了双方利益，从而有效替代了基于社会资本的信任机制和自我履约机制，导致这两

种机制的重要性下降 ［２４］ 。
家庭劳动力数量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并且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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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杜绝引入变量较多带来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采用方差膨胀性因子 ＶＩＦ 进行诊断，结果显示，变量的 ＶＩＦ 值均小于

１０，因而多重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



显著性水平上正向促进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土地转入率，这与理论预期相符，证实了家庭劳动

力禀赋是影响土地流转的关键因素。 即劳动力充裕的家庭更可能转入土地，劳动力短缺的家庭

更可能转出土地。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对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的影响系数为正，但均

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家庭生命周期老年化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没有影响。 但家庭成

员平均年龄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土地转入率，这与预期相符，即家

庭生命周期老年化确实不利于农户转入土地和扩大经营行为。 家庭女性比例对农户是否转出

土地和土地转出率的影响系数方向与预期相符，但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家庭女性比例

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没有影响。 但家庭女性比例对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土地转入率有显著负

向影响，表明女性成员过多，确实不利于农户扩大经营规模。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户

土地转出行为和土地转入行为的影响系数为正，但均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一变量对农

户土地流转行为也没有影响。
表 ３　 社会资本与农户土地转入行为

变量
是否转入 土地转入率

亲缘社会资本 友缘社会资本 亲缘社会资本 友缘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 ０．００５（－０．８７） ０．００３（－０．４８） ０．０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０．９５）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０．３８９∗∗∗（－７．６６） ０．３８６∗∗∗（－７．６１） ０．１６８∗∗∗（－６．９９） ０．１６７∗∗∗（－６．９８）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０．０１２∗∗（－２．１４） －０．０１２∗∗（－２．１８） －０．００６∗∗（－２．３９） －０．００６∗∗（－２．４０）

家庭女性比例 －０．６６２∗∗（－２．５２） －０．６９８∗∗∗（－２．６５） －０．２９６∗∗（－２．５０） －０．３１４∗∗∗（－２．６５）

家庭成员平均受教育年限 ０．０１１（－０．９１） ０．０１０（－０．８３） ０．００８（－１．４３） ０．００８（－１．３５）

家庭金融性资产价值 －０．００３（－０．２０） －０．００６（－０．３９） －０．００４（－０．５４） －０．００４（－０．６３）

家庭农业机械价值 ０．０９２∗∗∗（－７．９５） ０．０９２∗∗∗（－７．９１） ０．０４４∗∗∗（－８．２５） ０．０４４∗∗∗（－８．２２）

家庭承包地面积 －０．０２４∗∗∗（－３．４０） －０．０２４∗∗∗（－３．３８） －０．０２４∗∗∗（－６．８５） －０．０２４∗∗∗（－６．８０）

村庄雇工工资水平 －０．２７８∗∗∗（－５．９９） －０．２８４∗∗∗（－６．１１） －０．１３４∗∗∗（－６．１１） －０．１３７∗∗∗（－６．２２）

村庄交通情况 －０．０５３（－１．５３） －０．０５４（－１．５５） －０．０１９（－１．４９） －０．０１９（－１．５１）

村庄地形地貌 －０．０６４（－１．５４） －０．０５８（－１．３９） －０．０５４∗∗∗（－２．８８） －０．０５２∗∗∗（－２．７８）

省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０．５８９（－１．２３） ０．６６３（－１．３８） ０．４７５∗∗（－２．１３） ０．５０８∗∗（－２．２７）

ｓｉｇｍａ — — ０．８２９∗∗∗（－３１．０６） ０．８２８∗∗∗（－３１．０４）

样本量 ４３６６ ４３５２ ４０２６ ４０１７

　 　 　 注：∗∗∗、∗∗、∗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ｚ 值。

家庭金融性资产价值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和土地转入行为均没有显著性影响，说明家庭财

富水平对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没有实质性影响。 家庭农业机械价值在 １％显著性水平正向促进

农户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同时，家庭农业机械总价值也在 １％显著性水平负向影响农户转入

土地和土地转入率。 这与理论预期完全相符，并与多数成果相一致 ［３１］ 。 这一结果表明，在农业

生产中更多使用农业机械，有助于农户扩大经营规模。 家庭承包地面积对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和

土地转出率没有显著性影响，但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负向影响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土地转入率。
说明家庭土地禀赋对农户转出土地行为没有影响，只是会不利于农户转入土地行为。

村庄雇工工资水平正向促进农户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但是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但这

一因素在 １％显著性水平负向影响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土地转入率，这与理论预期相符，说明农

业劳动力成本越高，农户越不可能转入土地。 村庄交通情况在 １％显著性水平负向影响农户转

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这与预期相符，说明村庄交通越便利，农户越可能转出土地。 对于土地转

入，村庄交通情况对农户是否转入土地和土地转入率的影响也为负，这与理论预期也相符，但并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说明农户在决定是否转入土地时，交通便利性对农户的决策没有影响。 村

庄地形地貌对农户是否转出土地和土地转出率均无显著性影响，表明地形地貌对农户转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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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没有影响。 村庄地形地貌对农户是否转入土地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地形地貌在 １％显著性

水平负向影响土地转入率。 说明村庄地形地貌只会对农户土地转入参与率有影响。
（二）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使用春节期间拜年网络作为代理变量来测度农户的亲缘社会资本和友缘社会资

本，结果证实两类社会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并没有实质性影响。 这里使用另一个替代变量

来进行稳健性分析，进一步检验社会资本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在中国农村，人们之间维系亲友

关系的一种普遍方式是通过“礼尚往来”构建稳定的社会网络 ［３２－３３］ 。 当网络中的某一个家庭发

生重大事件（婚丧嫁娶、建房、生育小孩、子女上大学）时，其他成员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比如

赠送礼物和一定的金钱。 或者在传统节日期间，亲友之间为联络感情，也会互相带着礼物进行

拜访，通过礼物交换来维系相互之间的感情 ［３４］ 。 因而，预期农户的社会网络越大，某一家庭需

要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来维持其社会资本，家庭每年需要赠送出去的礼物数量也会越多 ［３５］ 。
但重大事件并不是常态性事件，由此产生的礼物支出波动较大，在使用截面数据时，这一类

数据的可信度较低。 而传统农历新年则不同，基于风俗，有联系的亲戚朋友之间春节期间都会

相互走动，因而使用这一类事件中产生的礼物支出更能够准确显示出农户为维系社会资本而支

付的成本礼物支出 ［２５］ 。 根据 ＣＦＰＳ 提供的数据，这里使用农户“春节期间送出去礼物数”作为

其社会资本的替代变量。
结果显示（表 ４） ，在稳健性方程中，社会资本对农户是否转出土地或是否转入土地，以及土

地转出率和土地转入率的影响系数依然为正，且仍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基准回归保持

一致。 因而，社会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没有影响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４　 稳健性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是否转出 是否转入 土地转出率 土地转入率

社会资本 ０．０００（ －０．０９） ０．０００（ －０．０４） ０．０００（ －０．３２） ０．０００（ －０．０２）

家庭劳动力数量 －０．７４９∗∗∗（ －１２．０２） ０．３６９∗∗∗（ －７．１４） －０．５０７∗∗∗（ －１０．４６） ０．１６０∗∗∗（ －６．５１）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１１） －０．０１３∗∗（ －２．２５） ０．００４（ －０．９０） －０．００６∗∗（ －２．４６）

家庭女性比例 ０．１８８（ －０．５９） －０．５９２∗∗（ －２．２０） ０．０６４（ －０．２８） －０．２６５∗∗（ －２．１９）

家庭成员平均年龄 ０．０２３（ －１．４５） ０．０１３（ －１．０１） ０．０２６∗∗（ －２．３３） ０．００９（ －１．５７）

家庭金融性资产价值 ０．０３３（ －１．６０） －０．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１０（ －０．７３） －０．００３（ －０．４２）

家庭农业机械价值 －０．０８６∗∗∗（ －４．８６） ０．０９１∗∗∗（ －７．６８） －０．０５９∗∗∗（ －４．７７） ０．０４３∗∗∗（ －７．９９）

家庭承包地面积 －０．００２（ －０．２５） －０．０２５∗∗∗（ －３．４４） ０．００７（ －１．３６） －０．０２４∗∗∗（ －６．７９）

村庄雇工工资水平 ０．０８７（ －１．３４） －０．３０３∗∗∗（ －６．４１） ０．０２５（ －０．５７） －０．１４７∗∗∗（ －６．４９）

村庄交通情况 －０．３６２∗∗∗（ －４．１４） －０．０５７（ －１．５８） －０．２２２∗∗∗（ －３．６７） －０．０１９（ －１．５１）

村庄地理地貌 －０．０３１（ －０．５９） －０．０６２（ －１．４７） ０．０２３（ －０．６３） －０．０５５∗∗∗（ －２．８７）

省份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常数 －１．６６８∗∗（ －２．５６） ０．７９８（ －１．６３） －１．２４５∗∗∗（ －２．７８） ０．５７４∗∗（ －２．５０）

ｓｉｇｍａ — — １．２５５∗∗∗（ －１９．６２） ０．８３３∗∗∗（ －３０．３５）

样本量 ４２２３ ４２０８ ３８２８ ３８７８

　 　 　 注：∗∗∗、∗∗、∗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ｚ 值。

控制变量方面，对比土地转出基准模型和稳健性回归方程，不难发现，稳健的影响农户转出

土地决策包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农业机械价值和村庄交通情况三个变量。 表现为家庭劳动

力数量越少，家庭拥有的农业机械价值越低，村庄交通情况越差，农户越可能转出土地。 类似

地，对比土地转入基准方程和稳健性检验方程，发现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家庭女性

比例、家庭农业机械价值和村庄雇工工资水平五个变量的显著性和作用方向没有发生变化。 表

现为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成员平均年龄越小，家庭成员女性比例越低，家庭农业机械

价值越高，村庄雇工工资水平越低时，农户越可能转入土地。 由此，不难发现同时显著影响农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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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出土地行为和转入土地行为的只有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家庭农业机械价值两个变量。 由于农

户购置农业机械也是为了弥补劳动力不足和节约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 ［３６］ ，这一结果表明劳动

力禀赋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是影响土地流转的关键性因素。 同时，这一发现也说明，验证社会资

本是否会通过非农就业这一中介变量来间接影响土地流转是必要的，因为非农就业的本质就是

改变家庭劳动力资源的配置。

五、间接作用机理验证

上述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并不会影响到农户的土地流转行为。 那么，是否如机理分析所推

测，社会资本会通过非农就业来间接影响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呢？① 这仍需要实证予以检验。 借

鉴已有成果，通过以下方程进行检验 ［３７］ 。
　 　 　 　 　 　 　 　 Ｌｚ ｉ ＝ ｃ１×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ｃ ｉＸ ｉ＋ｅ１ （２）

Ｏｆｆ－ ｆａｒｍ ＝ ａ１×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ａ ｉＸ ｉ＋ｅ２ （３）
Ｌｚ ｉ ＝ ａ１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ｂ×Ｏｆｆ－ｆａｒｍ ＋ ｃ ｉ ′Ｘ ｉ＋ｅ３ （４）

方程 ２ 表示关键自变量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 对因变量土地流转 Ｌｚ ｉ的影响，ｃ１为总效应系

数。 方程 ３ 表示关键自变量社会资本对中介变量非农就业 Ｏｆｆ－ｆａｒｍ 的影响，ａ１为相应的影响系

数。 方程 ４ 同时分析中介变量和关键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ａ１ ′为控制了中介变量影响后关键

自变量对因变量的直接效应。 ｅ１、ｅ２、ｅ３是回归残差，Ｘ ｉ为一系列控制变量。
按照传统的逐步回归法，如果方程（ ２）中总效应系数不显著，那么就应该停止验证 ［３８］ 。 然

而，近年来该方法的有效性备受质疑，很多学者认为总效应系数显著与否并不影响中介效应是

否存在 ［３９］ 。 当总效应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时，可以将其视作“广义中介效应” ［４０］ 。 此时，
虽然关键自变量并不直接影响因变量，但仍然可以通过中介变量来影响因变量。 温忠麟和叶宝

娟 ［４１］ 详细介绍了最新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将据此对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进行验证。 以

土地流转参与率为例，其中，方程（２）的结果见上表 ２ 和表 ３，方程（３）和方程（ ４）的拟合结果见

下表 ５②。
表 ５　 中介效应方程

变量

非农就业 土地转出率 土地转入率

亲缘社会资本 友缘社会资本 亲缘社会资本 友缘社会资本 亲缘社会资本 友缘社会资本

（ １） （ ２） （ ３） （ ４） （ ５） （ ６）

社会资本 ０．１２９∗∗∗ ０．２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 －２．８７） （ －４．６１） （ －０．１２） （ －０．４９） （ －０．１０） （ －１．０１）

非农就业 — —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 －５．０９） （ －５．１４） （ －１．００） （ －１．００）

其他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样本量 ４３８１ ４３６７ ３９７６ ３９６３ ４０２６ ４０１７

　 　 　 注：∗∗∗、∗∗、∗分别表示 １％、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ｔ 值。

结果显示（表 ５） ，列（１）中亲缘社会资本和列（２）中友缘社会资本均通过显著性检验（ ａ１显

著） ，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正向促进非农就业，表明关键自变量社会资本确实能够有效促进农户

家庭的非农就业，这与已有研究一致 ［１９］ 。
对于土地转出率，列（３）和列（ ４）显示，同时控制住社会资本和非农就业两大因素后，亲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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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理论和方法的演进，新的共识是：社会资本的直接效应不存在，并不代表中介效应就必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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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或友缘社会资本依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 ａ１ ′不显著） ，但非农就业在 １％显著性

水平上正向促进土地转出率（ ｂ 显著） 。 按照最新的检验方法 ［４１］ ，不难得出间接效应显著，而直

接效应不显著的结论。 而且检验结果表明，非农就业是部分中介变量。 即社会资本虽然不会直

接影响土地转出，但是会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来间接影响农户土地转出行为。 同理，对于土地转

入率，列（５）和列（６）显示，亲缘社会资本和友缘社会资本依然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ａ１ ′不显

著） ；同时，非农就业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 ｂ 不显著） 。 因此，这一结果表明，不仅社会资本的

直接效应不存在，其间接效应也不存在。 即社会资本不会通过非农就业来间接影响农户土地转

入行为。 因而，假说 ２ 并不完全成立。
总结而言，社会资本确实不会在土地资源的配置中发挥作用。 无论是强性质的亲缘社会资

本，还是弱性质的友缘社会资本，均不会影响到农户土地流转行为。 但社会资本会通过非农就

业来间接影响农户土地转出行为。 非农就业导致家庭劳动力在农业和非农产业的重新配置，导
致农业劳动力减少，农户家庭的农业经营能力也随之下降。 在劳动力不足的条件约束下，劳动

力短缺的农户会理性转出土地 ［２８］ 。 而对于农户土地转入行为，非农就业的间接效应并不存在。
即社会资本虽然导致了家庭农业劳动力的减少，却并不会因此而阻碍农户转入土地，这与已有

文献的结论不同 ［２２］ 。
为什么农业劳动力减少不会阻碍其家庭转入土地和扩大农业生产规模呢？ 关键的原因可

能在于机械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 ［３６］ 。 对转入土地的那些农户而言，为了克服农业劳动力不足，
通常会购置更多的农业机械来替代劳动力。 统计结果也显示，转入土地的农户确实拥有更高价

值的农业机械。 为进一步证实这一猜测，按照农户家庭拥有的农业机械价值是否超过样本均

值，将大于均值的农户归为一组，命名为农业机械充裕组；将小于均值的农户归为另一组，命名

为农业机械不足组。 分组进行拟合回归①，结果发现，对于农业机械不足组，非农就业对农地转

入的影响显著为负。 但对于农业机械充裕组，非农就业依然对土地转入没有影响。 因而，机械

对劳动力的有效替代是非农就业不再负向影响农户转入土地的关键所在的猜测成立。

六、结论与启示

社会资本在资源配置中通常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但社会资本是否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

行为，现有研究很少对此进行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层面大样本微观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２ 数据，
尝试对这一议题进行回应。 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与预期不一致，社会资本并没有显著促进农户

转出或者转入土地行为，社会资本也不影响农户的土地流转参与程度。 其次，虽然社会资本并

不直接影响农户土地流转，但是社会资本会通过促进非农就业来间接促进农户转出土地。 但对

于土地转入行为，非农就业的间接作用并不存在。 再次，稳健的影响农户土地转出的因素还包

括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农业机械价值和村庄交通情况三个变量；稳健的影响农户土地转入的

因素则包括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平均年龄、家庭女性比例、家庭农业机械价值和村庄雇工工资

水平五个变量。 可见，只有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农业机械价值能够同时影响转出户和转入户的流

转行为。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启示：首先，在农地流转过程中，无需过分强调社会资本的作

用，无论是转出土地还是转入土地，社会资本的促进效应均不明显。 这可能意味着传统型、习俗

型的农地流转市场已经转变为现代型、陌生型的要素市场，农户社会资本的作用不太明显。 其

次，与土地资源配置不同，社会资本对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有显著影响，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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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户非农就业，并且，社会资本会通过非农就业来促进农户转出土地。 为了促进农地流转市场

发育，还需要继续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 最后，要充分重视劳动力禀赋和农业机械在土地

流转中发挥的关键作用。 家庭劳动力资源越充沛、拥有农业机械越多，农户越可能转入土地而

不太可能转出土地。 随着农村劳动力逐渐转移至非农产业，农业劳动力会逐渐减少。 因而，为
有效促进农地流转和实现规模经营，需要大力提升农业机械化水平，包括增加农户购置农机补

贴和发展农机社会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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